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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学 （第六辑）

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

蒋　寅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诗歌研究传统，诗学一直
是古典文学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在世纪的尽头回首过往，诗学仍然是我们反
思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自本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中国大陆的诗学研
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那就是：（１）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２）
五十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的诗歌史研究，（３）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
潮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在具体论述上述过程之前，首先有必要就 “中国诗学”的概念作一番检讨。因为从近代

以来，学术界使用这一概念内涵很不一样。就我所知，较早使用 “中国诗学”这一概念的著
作杨鸿烈 《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
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涉及的面颇广。田明凡 《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３４），内容范围也包括演变、派别即诗史的问题。与杨书同年出版的江恒源所撰同
名著作 （大东书局）以及稍后的范况 《中国诗学通论》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则局限于体
制、作法、基本理论等。大致上说，民国间人们理解的中国诗学，内容还是较丰富的，不只
限于诗的作法、体制，还包括诗歌的历史发展。从学术急速发展的七十年代以来，黄永武的
《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１９７６）分为 “思想”、“设计”、“鉴赏”、“考据”四部分，研究的
是诗歌被创作与接受的过程。程兆熊的 《中国诗学》 （学生书局，１９８０）从最古老的命题
“诗言志”到 “诗教”，除最后一节涉及今日 “诗的方向”外，未在传统的诗法中加入新的内
容。陈良运 《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基本上将中国诗学作为一个
诗歌创作理论体系来把握，袁行霈等 《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所涉及的
内容大抵也不出文学概论体系的范围。换言之，中国诗学的概念近代以来主要是作为中国的
诗歌原理来把握的，而且当今的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它理解成关于诗歌写作和意义实现过
程的理论。对照作为一门学科的 “文学”的概念 （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来
说，这样的理论构成实际上只承担了与文学理论相对应的诗歌理论这一部分狭窄的内容。这
对中国诗学的概念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今天的中国诗学研究，尤其是建立一门学术来
说就更不利了。“诗学”（ｐｏｅｔｉｃ）一词，在西洋文学史上最初是 “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
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１］。后来用以指称文艺学。而在中
国，撇开专指 《诗经》研究的用法不论，“诗学”意味着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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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关于诗的学问。凡用 “诗学”字样名书的著作，如明代黄溥的 《诗学权舆》，周鸣的
《诗学梯航》，清代顾龙振的 《诗学指南》，都属于这样。“中国诗学”，核心在一个 “学”字，
这个 “学”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应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
认识及认识过程的反思。这样，我理解的中国诗学，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１）诗学文
献学，（２）诗歌原理，（３）诗歌史，（４）诗学史，（５）中外诗学比较。从这五个方面来回顾
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截止
于１９９６年，近百年的诗学产生了浩繁的著作，全部阅读决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也不是本
文所能包容的。况且，本文的宗旨既不是要评功过，也不是要排座次，而只是想从学术方式
的角度对中国大陆诗学研究的发展作个粗略的回顾，从得失中思考进步之途。所以挂一漏
万，且述得者少，述失者多，就只能请读者谅解了。词曲之学，按我的理解是应该属于中国
诗学范围的，但因这部分内容分量很大，又需要专门的知识，非我所能置喙，只能留待专家
去论述。

一、形式的传统：殊途同归的诗学研究

如果依照文学史研究中 “现代”的年限，那么现代中国诗学是由诗学文献学拉开序幕
的。伴随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兴旺的出版业为诗学文献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丁福保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他在１９１６年印行何文焕编 《历代诗话》２８种、
自辑 《历代诗话续编》２９种、《清诗话》４３种，网罗了古代诗学典籍中最杰出的著作，学者
一编在手，检阅至为方便。到１９２７年，郭绍虞又开始着手 《宋诗话辑佚》的工作，历代诗
学典籍的整理由是初具规模。应该说，现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
础之上，并逐步形成自己重视文献研究的传统。与此同时，黄节以 《汉魏乐府风笺》、《曹子
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等经典注释，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古典诗歌注释学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为现代的诗学研究开辟了一种由注释入手进行研究的良好学风。概观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诗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动机
是应用性的，以教人作诗为目的，所以内容以综合传统诗学的精华为主，较少理论的阐发和
分析；后者的动机出于回应 “五四”以来的新旧诗之争，通过对诗学传统的清理，思考、寻
求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二者殊途同归，都对中国诗歌的形式研究作出了贡献。而尤以后者
的工作，结出了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的第一批果实。
据我考察，自刘铁冷 《作诗百法》（崇新书局，１９１３）、谢无量 《诗学指南》（中华书局，

１９１８）以降，民国年间刊行诗法类著述近五十种，以陈去病 《诗学纲要》 （东南大学，

１９２７）、黄节 《诗学》（北京大学，１９１９）、蒋兆燮 《诗范》（世界书局，１９３１）等较为通行。
这些著作有旧式的与新式的两种写法：前者继承传统蒙学诗法的形式，像古代同类著作一
样，有自著与纂辑两种形式。纂辑之书以刘子芬 《诗家正法眼藏》为代表，自序云：“国民
政府新都已建，金陵遂成人文荟聚之区，不但新文化分子麇集，能谈中国旧学者众，诗之一
道因而盛行于士大夫之间。”［２］刘氏暇日搜集古人名言笃论可为作诗法则者，纂成一编。内篇
论作法、体制，外篇论作家、作品，详于近时邬启祚 《诗学要言》而略于清代各种集粹性诗
话 （如 《锦树堂诗鉴》、 《艺苑名言》）。其纂书命名之旨，自然是要荟萃古代诗学的经典理
论，供学者借鉴，甚至夸口 “自六朝以来一千六百年间诗人学说之精华具在于此”，然而他
并未广搜博讨，实不足以凌越前人，惟可由此窥见当时谈诗学诗的一种氛围而已。自著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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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蒋兆燮 《诗范》、徐英 《诗法通微》（正中书局，１９４３）为代表，要之都是从教习的立场
出发，祖述前人定论而很少有发明。
相比之下，新式的诗学著作因接受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以新的眼光整理旧材料，反

而能看出些新义。虽然从总体上说，现代的中国诗学有一个因 “西洋文化闯进中国文化的藩
篱，一切固有艺术，也将到了一个总结束的时期”的大学术背景［３］，但本世纪最初的现代形
态的诗学研究，还是在新、旧诗歌营垒的论争中产生的。杨鸿烈 《中国诗学大纲》第九章结
论是 “著者对于新诗人的罪言”，而蒋伯潜 《诗》（世界书局，１９４８）却专设一节论 “旧诗之
敝”，观点截然相反，而回应新诗运动的动机却是相同的。本世纪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诗
学研究著作刘大白 《中诗外形声律说》，据自序说是１９１９年开始酝酿的。他做这个课题的动
机是：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
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
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
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

后来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重复了同样的意思［４］。书中将诗的要素分析成音、步、
停、组 （联排）、均、协、节、篇、篇群，这九个要素经 “差齐律”、“次第律”、“抑扬律”、
“反复律”、“对叠律”五种结构方式的交互组合，就构成了古典诗歌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
他将这些有例可征的节奏、句法、章法、篇法与西洋诗歌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诗的形
式特征是由语言特征决定的，并具有内在的结构美。书中所概括出的形式原理和形式法则都
是近代美学的老生常谈，而说五、七言的音步比例、五、七绝的篇章形式都符合黄金律则未
免有些附会，但它的研究方式却颇具现代色彩。这样的著作还可以举出杨鸿烈的 《中国诗学
大纲》，讨论问题的方式相当学院化。相比较之下，更多的著作则往往融研究与教习于一体，
如洪为法的系列著作 《古诗论》、《律诗论》、《绝句论》（均商务印书馆），邵祖平的 《七绝诗
论诗话》（中国文化服务社，１９４３）等。其中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但将诗体的源流、
作法梳理、叙述得非常清楚，操作上也很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
的诗学著作，如江恒源 《中国诗学大纲》，像李维 《诗史》、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史》
（详后）一样，都将词曲包括进来，显示出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诗学体系对正
统诗歌观念的突破。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
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 ‘诗余’、‘词余’而成为 ‘诗’，
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５］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诗话形式仍然承担着一部分古今诗歌批评的任务，梁启超 《饮冰室
诗话》（中华图书馆，１９１０）、陈衍 《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局，１９１５）乃至沈其光 《瓶粟斋
诗话》（民国间油印本）、王逸塘 《今传是楼诗话》（大公报社，１９３３）之类都曾在不同范围
内产生影响。一批 “纪事”体与传记体的研究著作，包括陈衍的辽、金、元诗纪事、郭则沄
的 《十朝诗乘》（栩楼刊本，１９３５），陈乃乾的 《启祯两朝遗诗考》（上海旧学庵，１９２０）、孙
雄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雷璟、雷同辑的 《闺秀诗话》 （扫叶山房，１９２２）、 《青楼诗
话》（扫叶山房，１９２６），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１９２２），汪辟
疆 《光宣诗坛点将录》（《甲寅》刊载）等，也以传统的方式对不同范围的诗史资料进行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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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真正对中国诗学作出可贵贡献的，应该说是诗史和诗学史的研究。有意识地清理诗学
基础范畴、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是学者们为学科建设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朱自清认为批评
史的准备工作应该是 “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
变，寻出它们的史迹”［６］，所以他首先就 “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个传统诗
学的基本命题作一番推源溯流的工作，从总体上阐明了中国诗学的传统。郭绍虞有感于 “以
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使用中
含义都不一样［７］，也有意识地作了一些有关范畴历史演变的研究。在那专题研究尚未蓬勃开
展的时代，他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 ‘神’‘气’说》、《文笔与诗笔》、《〈沧浪诗话〉以前
之诗禅说》、《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诸
多诗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同时也清理了诗史发展的脉络。他还不断地搜集古代诗话的资料，
以 《诗话丛话》（《小说月报》２卷１期、《文学》１卷２期）为题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从
而引发陈一冰、罗根泽、徐中玉、杨即墨、罗振玉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徐英在１９３６年发表
《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１卷２期），成为八十年代诗话研究热的先声。随着由刘永
济 《文学论》（太平洋印刷公司，１９２４）到程千帆 《文论要诠》（开明书店，１９４８）完成的文
学理论本土化过程的开始，由陈中凡、罗根泽、郭绍虞、方孝岳等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
的中国诗学史的构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由于西方近代思潮尤其是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成为学者的共识，中

国诗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都有了更新，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良好的知识积累相结合，就使断代
诗学的研究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８］。专题研究甚至出现了陆晶清 《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
社，１９３１）这样的意识颇为超前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曾尝试用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 《诗经》，并在 《野有死麇》的阐释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９］。
遗憾的是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结终未能让他完成这项研究。历史学家陈寅恪以 《元
白诗笺证稿》、《韦庄 〈秦妇吟〉校笺》等论著弘扬了钱谦益开创的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研
究方式，在当时的诗学中开一代风气，影响深远。相对而言，另一位值得怀念的学者闻一
多，所作的主要是筚路蓝缕的学科建设工作。从他留下的大量遗稿与讲义看，他对唐诗文献
的整理和对唐诗史的研究具有相当超前的水平，诗人的艺术感觉加学者的勤奋，使他的唐诗
批评与诗史研究论文成为至今难以逾越的经典文献。在诗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应该指出的
是，汉魏六朝是个成就卓著的时段，古直 《汉诗研究》（启智书局，１９３４）的精密辩证，郭
伯恭 《魏晋诗歌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的细致分析，逯钦立、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研
究，陆侃如、王易、萧涤非的乐府诗研究，不仅代表着当时的学术水平，即使今天看来也仍
然是成就卓著的业绩。其他有建树的时段研究，则有朱东润的 《诗经》研究、杨启高的唐代
诗学研究、钱钟书的宋诗和清诗研究、汪辟疆、钱仲联的清诗研究等，他们的有关著述至今
仍是诗史研究的必读文献。相反，当时颇为流行的胡云翼 《唐诗研究》、《宋诗研究》（均商
务印书馆，１９３０）、苏雪林 《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梁昆 《宋诗派别论》（商务印
书馆，１９３８）等讲义式的著作在学术积累的意义上就不如前者重要。因为此类著作述一朝诗
史虽颇具系统，但内容多属排比材料，列举人物，具体评论也不能超越前人诗话的范围，所
以对研究者来说就缺乏新意。胡云翼尽管标榜进化、平民、分析与欣赏的所谓新的基本观
念，指出以前的唐诗研究存在着笼统和曲解的毛病，可他的批评不仅笼统，而且极为肤浅、
简单。就断代诗史的研究而言，方法的陈旧已明显地阻碍了诗史认识的深入。实际上，到三
十年代，批评方法的更新客观上已成为提高诗史研究水平的先决条件。一些年轻的学者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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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启发下，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批评方式。程千帆有感于清代
学者考据与批评异途，“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于是尝试以 “一种将批评建立在
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写出了 《诗辞代语缘起说》、《郭景纯曹尧宾 〈游仙诗〉辨异》、《陶诗
“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韩诗 〈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角度和方法都很新颖的论文，
为朱自清所称赞。沈祖棻说：“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
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
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１０］这实际是陈
寅恪文史结合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上的具体运用，但程千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吸收，赋予 “考
据”一词以新的内涵。如果说在当时这种批评思路还只是初步的探索的话，那么到八十年代
以后它就逐步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学风，并被诗史研究的长足进步雄辩地证明了它的有效
性。
纵观民国年间的诗史研究，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个

历史的国度，诗学与史学自来就是最发达的学问。然而，融合二者的学问———诗歌史却一直
到近代也没有发展起来。改变这种情形的著作，是１９２８年出版的李维 《诗史》。这部２６０页
篇幅的 《诗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诗歌通史。李维说：“诗史者，综吾国数千年之
诗学，明其传统，穷其体变，识其流别，详其作者，而为一有统系之记述之作也。”［１１］这一
概括无疑是非常精当的，而将阐明诗歌传统放在首位，尤其具有现代眼光。正是在这种诗史
观念的主导下，《诗史》的视角始终建立在诗歌的文学价值表现的机能、方式之发生与变迁
上，并由此建立起不同于前人的诗史序列。他对宋以后诗史演进的特征分析得极为透彻，在
他看来，随着唐代古典诗歌体裁的成熟，来自诗体内部的发展动力 （自然之势）已经消失，
诗人再不能利用诗体本身蕴藏的资源，而只能靠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来推动诗史的进程，也
就是说，宋以后诗歌艺术的成就和水准纯粹是凭作家个人的才能去冲刺的。这的确是个冷峻
而深刻的见解。通观全书，明显可见作者才识差胜而学力不足，书仅用三个月写成，又缺乏
必要的时段研究作基础，对诗史的具体认识与价值判断只能沿袭成说。比如说宋代以后诗歌
传统已由词曲承担，即本王国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而论述作家尤多老生常谈，
竟似诗话之体，粗具其人而已，疏误亦随处可见，与对诗史的宏观把握能力很不相称。这正
是民国时期宏观研究著作的通病，其原因不全在作者本身，与学术发展的阶段水准也有关
系。稍后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 《中国诗史》，在材料考证和作家作品研究上就要扎实、
深刻得多了。书中广泛采纳马克思到高本汉、康拉第、马伯乐的各种学说，有着坚实的理论
基础。在诗史分期上，作者一反当时文学史分期流行的按王朝和按西洋历史划分的方式，主
张 “诗史的分期应该看诗歌变迁的大势”。基于中国诗歌变迁的第一关键在汉，第二关键在
唐的认识，他们将中国诗史分为古代、中代、近代三期，又 “把诗歌的领土扩张到韵文的全
体”，狭义的诗歌只写到唐末为止，断言 “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
之列而删去”，“近数百年的诗词，无论是李东阳或是陈维崧，也都不值得占我们宝贵的篇
幅。为什么？因为它们是 ‘劣作’”［１２］。以两位前辈的渊博，我不敢说这种结论出于无知，
而只能认为是出于价值观上的偏见。他们一方面承认，“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天才的作
者之一，他的文、诗、词以至书法，无不佳妙”［１３］，却又不肯给予他的诗一句评论，岂非有
自欺欺人之嫌？又说 “散曲到了元代宛如词在北宋”，“到了明代仍然是诗坛的霸主”，同样
也失之武断。姑且不论文人对诗文与词曲的价值观 （翁方纲 《苏斋笔记》卷十二有说），即
论作品数量，散曲也远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这种违背常识的结论，一方面是受前人 “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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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诗”论影响［１４］，另一方面也是误解了王国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针对上述
两部诗史基本观念的失误，汪辟疆在 《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编纂诗史
的基本原则应是 “本客观的态度，作公正的判断，使过去诗家，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直
言之即尊重原生事实。他说：

文艺批评和诠述史实，是截然两件事。批评家站在现代文艺的立场，为他进退过去
诗家文家的标准，其合乎时代精神者，则极力表彰它；不合乎时代精神者，则极力抨击
它。他们的目的，是在求文艺的进步，高下随意，这也原无足怪。史家是在叙述过去诗
家文家努力所得到的总成绩，叙述事实，在确实而详赡，评品作家，要公正而平允。故
对于某一时代所谓 “当时体”，重在追溯它的远源，详考它的要旨，条具它的流品，和
此派作者忽盛忽衰的原因，方才尽史家征信的能事。……虽然有不少的豪杰之士，不肯
随波逐流，顺著当时潮流走去，冥心孤往，别求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他们的作
品，只好敝帚自珍，在当时的文章巨公，决不会赞许他，标榜他，……作史的人们，倘
若遇到了这种无名作家，确是能够认识他们的真价值，也只好留下篇幅，在某种派别盛
行的时候，略为提示，使读诗史的人们，加以深切注意，决不能专章叙述，把这种作
品，放在 “当时体”的上面。因为这类阐幽发微的工作，只能在论文内极力推阐，不能
采入史材，致与事实上不相符合。

对宋元以后不谈诗而专论词曲的作法，他除了剖析其诗歌定义在外延上的混乱外，更尖锐地
指出：“这种主张，非自己承认无了解欣赏宋人诗的能力，就是震于偶像人物的谬论。”［１５］这
里申述的价值中立的原则，今天很难让我们同意。但在当时，它确实起到了针砭、扭转诗史
研究中的主观偏见的作用。
中外诗学比较在中国的开展［１６］，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吴宓在清华开的中西诗歌比较课

程。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展开，论著也很少。重要的成果首先是朱光潜在１９３４年发表的 《中
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它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中国诗歌比较的经典之作。本文的论述
非常扼要、平实，但所揭示的中西诗歌在主题取向、表达方式、风格特征上的同异及其原
因，至今难逾其藩篱。这不能不说是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与对诗歌的深刻理解的完美结晶。
在中西诗歌自然主题的比较中，作者对夙为人鄙薄的六朝诗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六朝是中国自然诗发轫的时期，也是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的时期。从六朝
起，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才创新形式，才寻新情趣，才有较精妍的意象，才吸哲理
来扩大诗的内容。就这几层说，六朝可以说是中国诗的浪漫时期，它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亦正
不让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诗。”［１７］这种精当的见解不妨说是以西方诗歌为参照系得出的，比
较诗学为人们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正是比较诗学的基本宗旨与终
极归宿。后来朱光潜在同样开阔的学术视野下写出 《诗论》（正中书店，１９４８），虽说旨趣并
不在比较，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的分析全是以西方诗歌为参照系作出的，客观上就成
了一部对中西诗歌作全面比较的力作。这在我们比较文学史的研究中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注
意。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钱钟书的名著 《谈艺录》（开明书店，１９４８），虽然它在宋诗与清
诗的研究上成绩斐然，人们还是宁愿将它视为比较诗学的前驱。他的 《中国诗与中国画》、
《读 〈拉奥孔〉》、《汉译第一首英语诗 〈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三篇论文，广泛征引西洋诗
学典籍，与中国诗学的理论、命题乃至具体的修辞技巧相比较，不仅让我们看到中西诗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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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感觉、表达方式的相通，更让我们理解传统诗学命题的深刻内涵和当代意义。钱钟书对严
羽诗论的理解之深就远过于时人，包括郭绍虞这样的优秀学者。应该说，朱、钱这两位渊博
的学者已为中外诗学比较奠定一个高水平的起点，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繁荣的比较诗学时代
的到来，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学术界这样一个机会。

二、点与线：形而上学方式主导下的诗学研究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诗学研究，因整个文学环境的变化，在内容与格局上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随着文言文的彻底退出日常语言，旧体诗写作的禁忌与作者队伍的缩小，作为诗
法教习的诗体研究变得可有可无。传统方式的著作，在邹问轩 《诗话》 （北方文艺出版社，

１９６３）之外几乎绝迹。现代方式的著作，也只有语言学家王力从语言学角度写出 《汉语诗律
学》（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８）及其普及本 《诗词格律十讲》（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２）。中国诗学
的研究似乎远离原理研究，而倾向诗史研究一边。这当然与整个文学的研究一样，同主流意
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主要是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有关。应该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进
步的思想方法，给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进步是难以估量的。它使我们摆脱中国固有的历
史循环论的思维定式，以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以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来阐释文学
现象，不仅使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文学史命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使具体的作家作
品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有了基本的理论支点，使文学史叙述有了逻辑序列和因果解释，从
而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写作。
但另一方面，在庸俗社会学观念的主导下，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性的单一价值标准又

在文学史研究中划出许多禁区，将众多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拒斥在文学史的大门外，同时也造
成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失当。在诗学领域，宫体、香奁体等若干类型的诗歌成为禁区，李商隐
诗被判定为唯美主义，陆机 《文赋》、皎然 《诗式》被判定为形式主义，王土祯 “神韵论”
被判定为反现实主义，都遭到贬斥。更为严重的是，在形而上学方式的主导下，文学史并没
有真正被作为过程来看待。回顾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以
作家为纲的。翻开目录是一连串大作家或所谓进步作家的名字，仿佛是展览会上的图画，一
个人物画廊，依据时代的先后、价值的高低排列。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说，与钟嵘 《诗品》
的文式没有实质的差别。因为只研究若干个作家，即使研究得再透，也只是几个点的深化，
面与线上是空白的。以致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和逻辑进程就成为线性思维的简单推理，点与点
的直线连接。李杜如何如何，元白如何如何，温李如何如何，点与点之间的线其间的演变过
程其实并不清楚。如果有，那就是出自逻辑推衍而不是实证研究。我们文学史中那许多思潮
的对立、流派的斗争、风气的转变，许多合乎辩证法原则 （如螺旋上升、质变到量变、对立
统一、否定之否定）的有声有色的历史过程，就是两点成一线式的主观构造。这是形而上学
方式的必然结果。姑不论那些有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条而编纂或改写的史、论著作，就
是怀着真诚的信仰，很朴实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学者，一旦陷落在那样一种思维框架
中，也很难想象他们将会对文学史作出什么样的建构和解释。读读１９５５年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史》再版自序、１９５８年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完全
可以设想他们若重写该书会写成什么样子。
诗史和诗人研究在十七年间虽然留下数量可观的论著，但积累下的知识量却很不成比

例。除了一些传统方式的研究，如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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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轩、陈友琴、傅璇琮辑纂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各卷外，诗史方面已如前述，存在着
重大的理论缺陷；而批评方面，则是内容的评价取代了艺术研究。结果，艺术研究固然未积
累下有益的成果，而内容方面的研究，一旦时过境迁，作为评价标准的基本概念 “人民性”、
“阶级性”本身失去光泽，它们所标价的内容也就变成无甚价值的陈年旧货。这残酷的结局，
不能不让人痛心地感到：十七年文化的反动，让我们错过了多少新的学术思潮？首先是带来
文学理论革命的雅各布森 （Ｒ．Ｊａｋｏｂｓｏｎ）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
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巧水平的 “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
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改变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给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深
度和独创性以全新视角的神话—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
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 （Ｊ．Ｄｅｒｒｉｄａ）和福柯 （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了。
二十世纪文学观念中最大的几个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
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
学一样，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所剩只有古代文学批评的那一点家底。这就是为什么诗
歌批评多不出前人结论的范围，难出新意，甚至连古人的陈意也不能阐释得更丰富、深入的
原因所在。
当然，这只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具体到个人，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由于这一时期成为诗

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都是民国年间成名的专家，大都亲炙于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受过
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有根基，兼通西学；更年轻的他们的学生，得其栽培，也打下扎实的基
础，老老实实地做研究。虽然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活动不很正常，学术思想也受到政治
教条的束缚，但良好的学养犹在，朴实的学风未坠，学术仍葆有它基本的真诚。虽不能畅所
欲言，但所言大致不悖所思，仍留下一批扎实而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成果。如果站在八十年
代的成果积累上反观建国至 “文革”十七年间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诗学史拓展、丰富、
演化的阶段。在文献整理方面，印行了古代诗话、诗论的重要著作三十余部 （不包括 《文心
雕龙》系列的著述）。尤其是郭绍虞主编的 《中国历代文论选》与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专著
选辑》，所收古代文论的基本文献大部分是诗论，为诗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它们对学术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浏览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十年代后
期对意境、风骨范畴的讨论，《二十四诗品》研究的兴起，六十年代 《文心雕龙》、《诗品》
研究的繁荣，关于永明声律说、《沧浪诗话》的讨论，都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教条可以禁锢学者的言论，扭曲学术的精神，但动摇不了学
术的根本理念。所以，即使是在两条线路斗争的历史观念下写作的郭绍虞 《关于 〈文赋〉的
评价》，其实质性的内容和结论也是基本可取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八十年代的论著中只不
过被换成两个传统或两种倾向的说法而已）。何况有些问题毕竟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远，
还是可以用学术的方式来讨论的，所以当时的一些成果，如郭绍虞 《宋诗话考》对宋诗话的
考证，《清诗话》前言对各家学说的评述，吴调公 《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
想》（《江海学刊》１９６３．９）以 “诗味”为钟嵘诗学核心范畴的观点，徐公持 《“诗”兴发
微》（《哈尔滨师院学报》１９６４．２）对 《诗经》中类型化的某些象征模式的探讨，周勋初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１９６４）对梁代三个文学集团之文学倾向主
要是诗学理论的分析和比较，至今看来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至于那些问题热点的讨论，更
是不仅使问题本身变得明晰，同时也使一些学理问题得到澄清。比如如何使用外来术语的问
题，在六十年代初曾有分歧看法。郭绍虞指出：“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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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
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
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
题的。”他又以一些具体的术语为例，说：“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但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
的某种倾向来讲，又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用来比附说明也还是可能和需要的。”［１８］这
里对外来术语与中国问题的语境差异已有所警觉，对如何使用外来术语以防贴标签的简单化
态度也提出了审慎的原则。八十年代 “新方法”问题讨论中对新概念 “名词轰炸”的非议，
学术眼光实在远逊于二十年前的水平。
比较诗学自１９４９年后一直处于若断若续的状态，只有钱钟书默默地按自己固有的方式，

继 《谈艺录》之后又写作了 《管锥编》，他在１９６２年发表的 《通感》（《文学评论》）成为我
们中外诗学比较中最著名的论文之一。

三、由形而上学回归历史：学术转型期的中国诗学研究

八十年代初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思潮再度涌入，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造成极大的冲击。我们的学术研究像整个当代文化的发展一样，开始进入一个转
型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转型，我认为首先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在学术
观念上体现为由逻辑或迳曰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
的研究对象由点 （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 （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
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一个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
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品内容的优劣取舍 （精华糟粕之分），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
不是醉心于给作家贴标签，打分数，而是关注文学史现象，努力发掘历史的遗迹，复现文学
史的原生态。这种转变，在中国诗学的研究中表现为研究视角的转变，由审美的转向历史
的，由逻辑的转向实证的；而在整个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则显示出由文学的向文化的转移。
只要读一读程亚林 《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葛兆光 《汉字的魔方》（香港中华
书局，１９８９）、邓乔彬 《有声画与无声诗》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刘扬忠 《诗与酒》
（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丘良任 《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我们就会真切
地感到，中国诗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的确是不同了，不仅研究角度、思路异彩纷呈，我们对
诗歌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贴近古人的心灵了。
历史的方式首先意味着对史料整理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且不论 《全宋诗》、 《全明诗》、

《全清词》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规划的新编总集，将荟聚一代诗作，为学术界提供齐备的研
究文本；旧有总集如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五代诗》、《全宋词》的考证和
校订，也一直有许多学者在投入热情和精力。《全唐诗》的辑佚与辨伪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学
者，他们黾勉从事的结果就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 《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八十
年代以来，古典文学成绩最显著的研究领域众所公认是唐诗研究，而唐诗研究所以能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就，与一批学科带头人重视基本文献整理是分不开的。没有哪个研究领域像唐诗
那样出版过如此众多的选集、别集校注本，大到李杜韩白，小到于濆、戎昱，都有各种形式
的注本行世，还出版了林继中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这样的
古注钩沉的力作。唐诗书籍有著录 （陈伯海、朱易安 《唐诗书录》），《全唐诗》篇章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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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若干作家），人名有考证 （吴汝煜、胡可先 《全唐诗人名考》），重出篇目、交游唱和诗
篇有索引 （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 《〈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 《唐人交往诗索引》、陶敏
《全唐诗人名考证》），传记资料有汇考汇辑 （傅璇琮主编 《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主编 《唐
人佚事汇编》及各作家专辑）。其他相配的工具书还有郁贤皓 《唐刺史考》、戴伟华 《唐方镇
文职僚佐考》等。这些成果给研究者带来的便利条件，是其他研究领域不能望其项背的。当
然，这还只是作者传记和作品本身的文献研究，至于诗学，郭绍虞、富寿荪编 《清诗话续
编》，萧华荣辑 《魏晋南北朝诗话》、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等编 《万首论诗绝句》、钱仲
联主编 《清诗纪事》、吴文治主编 《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张伯伟撰 《全唐五代诗格校考》，
都是嘉惠学界的有功之作。徐中玉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陈伯海主编
的唐诗学丛书中的 《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搜集许多难得见到的资料，加以分类整
理，更为学者提供了历来关于诗歌观念、关于唐诗的丰富的参考文献。
在由逻辑回归历史的学术转型中，一批学者继承陈寅恪、岑仲勉以史证诗的传统，从史

学入手研究诗歌，考证成为许多学者努力从事的学术方式。不过，八十年代以来的文献考
证，已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作业的范式：学者不是仅凭自己的兴趣或带着具体课题搜集
某方面的资料，而是在某一种系统原则的主导下，全方位地清理一个学科领域的文献，比如
像陈尚君清理唐代文献，张寅彭和蒋寅整理清代诗话目录［１９］，做的都是竭泽而渔式的工作。
经过这一番梳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从文献研究中暴露出来。陈尚君的工作是尤其值得称赞
的，由于有了他对历代典籍的广泛考索，对清编 《全唐诗》的全面清理，新编一部收罗完
备、校订精审的 《全唐诗》才成为可能。他在检阅古籍过程中发现的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
之伪托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与杨镰对坎曼尔诗笺的证伪
（《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１９９３．１），成为当代诗学文献研究中两个最有意义的发
现。这样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深入的文献研究将使更多的诗史、诗学史问题浮现出来。而一
批年轻学者的参与与投入，也必然会使诗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变化，由理论的单一视角变为
文献、历史、理论的多重视角。
诗学即诗歌原理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有长足的进步。不仅理论思维显著深化，学科本

身的建设也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实用的工具书，如乐黛云主编 《世界诗学大词典》、喻朝
纲主编 《中国古代诗歌辞典》等。先后席卷古典文学界的美学热和文化热开拓了诗学的思维
空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急剧涌入，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建构民族的诗学体系。在
《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蒋述卓，《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８６．３）、《从文
化角度看古典文论》（胡晓明，《语文导报》１９８７．８）的口号下，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性格
和民族特点，包括思维特征、理论结构及语言形态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认真的思考，产生
了萧驰 《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７）、韩经太 《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刘士林
《中国诗哲论》 （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陈良运 《中国诗学体系论》、胡晓明 《中国诗学之精
神》（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等一系列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掘中国诗学
的精髓。而传统诗学理论范畴、命题，如言志与缘情、神似与形似，赋、比、兴、气、象、
味、兴趣、神韵、意境等也在这反思和建构的思潮中得到新的阐释。如意象这一范畴，近代
以来一直未有人论及，１９８２年陈植锷与胡雪岗分别发表论文进行探讨［２０］，立即引起关注，
使古典诗歌的本体论研究大大地深化了一步。中国诗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意境，自１９５７年
李泽厚发表 《意境杂谈》，学术界对它的解释一直停留在作为艺术形象的一般特征上。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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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论文激增，蓝华增联系古代诗歌作品和诗论阐述了意境的发生、构成等内容［２１］，
拓展了问题的广度；随后袁行霈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意与境交融的三种方式及开拓等内
容［２２］，将问题引向深入；张少康进而从意境的美学特征入手揭示其不同于一般艺术形象的
特殊本质，强调意境首先具有空间的美，其次具有动态和传神之美，还富有真实感和自然
感，而虚实结合则是创造意境的基本方法［２３］，逐渐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他指出意境的空间
特性尤其有意义，使得意境的范畴清楚地与艺术形象的概念区别开来。蒋寅认为意境作为指
称诗歌本体的范畴，宜就作品本身来界定其内涵，因而将它定义为：“作者在作品中创造的
表现抒情主题的情感、以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构成的符号系统。”［２４］问题就这样在讨论
中逐渐变得清楚和深入，在一个个论题的切磋中诞生了一批在日益丰厚的学术积累中成熟的
论著，其中包括裴斐 《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赵沛霖 《兴的源起》（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成复旺 《神与物游》（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吴承学 《中国古典
文学风格学》（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汪涌豪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等，而尤以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居多。
传统批评方法的总结和鉴赏理论的研究，我认为是十多年来诗学的两个重要收获。１９７９

年，钱仲联、徐永端首先发表 《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鉴赏问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文，提出古典诗歌鉴赏的一些经验问题。不久，沈祖棻 《宋词
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唐人七绝诗浅释》（同上，１９８１）出版，在学术界和普通
读者中赢得广泛的好评，一再重印。这两部著作以女性的细腻和诗人的慧心将古典诗歌的解
读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 “细读法”的典范之作。随后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 《唐
诗鉴赏辞典》 （１９８３），更在国内掀起一股古诗鉴赏热潮，引出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鉴赏专
集。其中当然不乏粗制滥造的欺世盗名之作，以致招来各种批评。但不可否认，这场鉴赏
“运动”使历代的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经典作品获得了一次重新细读的机会。新的审美眼
光不仅使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也使传统的鉴赏理论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升华。随着叶嘉
莹 《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求是学刊》１９８５．５－６）等一批论文相继
发表，左健 《古诗鉴赏法》 （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就自然地成了瓜熟蒂落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鉴赏的实践也刺激了传统诗歌批评方式、方法及其演进过程于现代意义上的反
思。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发表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
比较研究》、《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韩愈以
文为诗说》等论文，其中流动的批评智慧让人耳目一新，而所使用的批评方法，竟与现代西
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不谋而合。当时他提出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根本性原则：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 ‘古代的文学理论’，
二是研究 ‘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
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
律和艺术方法来。［２５］

对此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从古代诗歌丰富的艺
术经验中抽象出一与多对立 （对比、并举）的美学原则，指出：“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
中的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然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
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２６］而 《读诗举例》一文则从鉴赏的角度分析了古典诗歌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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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的辩证关系，使古典诗歌的批评与鉴赏由经验上
升到哲学的高度。这种由具体作品导引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
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作为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当代批评理论建设的回应，有力地推动了传
统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反思与总结。赵昌平根据自己研究唐诗的心得，提出意兴、意象、
意脉三者是唐诗创作论的基本范畴，也是理解唐诗艺术精神的关键，由此建立起一套解读唐
诗的原则和方法［２７］。这也是直接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有效尝试。在诗歌批评方法的研究
上，张伯伟所做的工作引人注目。他最初以钟嵘的 《诗品》为例，概括出中国诗歌批评的六
种方法：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知人论世、寻章摘句［２８］，后又以一
组论文深入地讨论了诗格、句图、评点等批评方法。他的论述建立在翔实的文献掌握上，在
理论阐发之外，还有着很强的实证性，因而理清了批评史上关系重大的一些理论环节。通观
八十年代以来的诗学，诗话日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张葆全率先发表 《古代诗话词话学术价值
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１）一文，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论文与张葆全 《诗话与
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蔡镇楚 《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诗话
学》（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刘德重、张寅彭 《诗话概说》（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张葆全主
编 《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等研究著作。这无疑是令人欣
慰的，诗话毕竟是诗学最主要的材料和对象。不过，麇集在 “诗话”这个概念下的著作，在
内容和文体上都缺乏规定性 （试看 《清诗话》所收书的性质），它涉及到诗学的全部内容，
可是又不能包括诗学的全部范围，在外延上相当不明确。所以尽管早在三十年代徐英就提出
建立 “诗话学”的构想，但它究竟是否能成为 “学”，实在还有待斟酌［２９］。
诗歌史研究是近十年来中国诗学中最活跃也是最有成就的领域。先后出版了莫砺锋 《江

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１９８６）、王钟陵 《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葛
晓音 《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蒋寅 《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刘跃进 《永明诗歌研究》（台湾文
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张晶 《辽金诗史》 （东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４）、张宏生 《江湖诗派研究》
（中华书局，１９９５）、胡大雷 《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等一批引人注
目的时段研究著作。至于作家研究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陈贻焮 《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２）、阎琦 《韩诗论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程千帆等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冯其庸、叶君远 《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董乃
斌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萧瑞峰 《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５）等著作，让我们看到历经生活磨难、阅历丰富的三代学者在作家研究中所显示出
的富有穿透力的批评眼光［３０］。在 “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背景下，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八十年
代后期及时推出一套 “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其中所收的杨海明 《唐宋词史》、严迪昌 《清
词史》、朱则杰 《清诗史》都是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发展的重要著作。最近吉林教育出版社又
出版了公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歌史论丛书，基于近年诗史研究的丰富积累，经过相当充分的
准备，这套书在诗史进程的理论阐释上达到了新的深度，相信会推动诗史研究的深入。
回顾十多年来的诗史研究，可以看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诗史过程的 “深描”，二是创

作 “范式”的揭示。诗史过程的 “深描”首先意味着诗史线索的细致清理，这一点通过唐诗
这个公认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来说明再合适不过。唐代文学研究在学术范式的转型中，有三
位学者是有代表意义的，一位是傅璇琮，一位是葛晓音，一位是赵昌平。傅璇琮的 《唐代诗
人丛考》（中华书局，１９８０）采用丹纳 《艺术哲学》的观念，有意识地对那些夙为人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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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作家之和声与背景的小作家进行研究，并从中获得关于一批诗人、一个时期诗风的实
证知识，从而使我们对杜甫以后白居易以前的诗史开始有了稍为清晰的认识。他的工作为诗
人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进而也为文学史面貌的揭示带来了转机。葛晓音的诗歌史研究是从
另一条途径接近历史的，她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从内容的更新和艺术的独创
性两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由此确定其文学史地位，在修正以往的
不适当评价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诗史序列。其结果就凝结为 《八代诗史》与 《汉唐文学的嬗
变》。这两部著作与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另一种方式上体现了诗歌批评、诗歌史研究向历史即
创作本身回归的学术转型，在八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赵昌平的研究可以说
是傅璇琮思路的推进和深化，他的 《“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４）
一文进一步将诗人群的资料整理提升到综合性研究的层面，通过对诗人集团的综合研究填补
了时段研究的空白。需要说明的是，集团、流派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研究范式，从曹
丕 《典论·论文》到张泰来 《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到李怀民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都可
以说是群体研究的范例。但它们针对的都是已知的或约定俗成的群体，所处理的可以说是文
学史的既定事实。而赵昌平的论文则不同，它提出的问题是前所未知的，吴中诗派是他的发
现。打个比方，前者好比是根据博物馆的藏品写陶瓷艺术史，虽然每个人的见解、评价不尽
一致，但涉及的内容却是共同的。而赵昌平则好比是用考古发掘的瓷器写陶瓷史，每发现一
件实物，都会引出新的结论。吴中诗派不是像 “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
“咸通十哲”之类的现成问题，它是从诗史现象中发现的新内容。这样的工作不是对一个诗
史常识的再认识，而是对被湮没了的诗史的发掘，具有米歇尔·福柯所说的 “知识考古学”
的意义。赵昌平的一系列论文都有这样的意义，它们给唐诗史研究带来震动，改变了传统认
识中的诗史序列。历史的碎片正是在这样一种工作下逐渐复现出原有的丰富形态。
当然，从理论上说，历史的原貌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复原的，正像碎陶片只能复原出陶

器的形状而不能变成原物本身一样，历史事件的还原也只能还原出结构的真实而无法还原出
过程的真实。但结构的真实却是我们通向历史的唯一路径，也是我们可以追求的较为现实的
目标。在诗史研究中，这种结构的描述和还原，即概括诗史某一时段、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家
独特而影响深远的创作方式的特征，就成为对创作范式的揭示。即使是在文献足征的时候，
它也是更本质地把握诗史之内在逻辑的需要。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中，从托马斯·库恩 （Ｔｏ
ｍａｓＫｕｈ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移植过来的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概念，曾被热烈地讨论
过，但在古典文学领域却未引起多少反响。王兆鹏 《论 “东坡范式”》（《文学遗产》１９８９５）
一文讨论宋词史上苏东坡体的独创意义，其研究本身就有某种独创意义［３１］。蒋寅 《刘长卿
与唐诗范式的演变》（《文学评论》１９９２１）阐述刘长卿诗歌创作中显示出的唐诗范式演变的
轨迹，也是有意识地进行范式研究的尝试之作。而更多的此类研究则存在于文体学、类型学
的研究中。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诗史研究一个突出的倾向是以周啸天 《唐绝句史》（重庆
出版社，１９８７）、王锡九 《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宋代的七言古诗》
（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赵谦 《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２）为代表的分体
诗史研究的流行。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古典诗歌一向有非常具体的体制要求，元代诗学已很
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总结，分体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体自身的成长和诗人在艺术创造上
的贡献。不过，令人稍觉遗憾的是，上述几部著作都着力于作家艺术特色和风格的分析，而
较少扣住文体自身的发育过程来谈作家对文体资源的开发，从而使史的描述显得较为平面。
我们参读一下赵昌平 《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６．４）、《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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